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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京杭大运河在杭州沟通钱塘江，但在小尺度层面上，因为大运河地势高于钱塘江，且为防止江潮上涌
成灾，钱塘江与大运河之间有石塘、闸坝相隔，实际无法直接通航。因此，杭州城南的钱塘江畔，也就是江

干，活跃着从事客货转运，兼为客商提供报税、仓储、食宿等服务的过塘行，在晚清民国盛极一时。过塘行的

出现，源于明代中后期管理闸坝的夫头与牙行相结合的过塘牙人。过塘行的繁荣活跃则迟至乾隆中后期，原因

在于钱塘江主泓在清代前期发生了自南大门转向北大门的重大变化，潮患加剧，直至乾隆前期，江干方才建成

稳固石塘。随着沪杭铁路、徽杭公路的开通，转运公司兴起，依赖水运的过塘行作为一个独立行业的基础逐渐

消失。经过抗日战争的彻底冲击，这一传统行业最终逐渐消融于趋近铁路和公路的转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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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于皖南山地的钱塘江，分南北两源流入浙江，经河口杭州湾，注入东海，其干流及支流成为东南丘

陵连接长江三角洲的重要通道。唐宋以降，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经过元代整修的大运河，作为南方富源输往

北方的大动脉，其南端在杭州与钱塘江相连。不过，小尺度层面上，因为天目山尾闾对钱塘江与内河的分隔，

以及杭州湾内潮汐与泥沙的影响，钱塘江与大运河的水位并不齐平，船只难以直航。① 来自钱塘江中上游的客

商与货物，需要翻过塘岸，穿过杭州城的内河与闸坝，方能进入大运河与长三角水网。因此，杭州的钱塘江

岸，也就是江干，活跃着专门从事江河之间客货转驳的过塘行。江干以外，钱塘江流域大江转入小河需翻越

塘岸处，以及河道中途有堰坝阻拦处，亦有此类客货转驳的行当，通称过塘行②，是为 “浙省之一种特殊营

业”。③ 其中，过塘行最为集中者，当数杭州江干地区，“自三郎庙至闸口塘上，绵延十余里，过塘行林立”④，

盖 “上江入市之水运客货，概在三郎庙、闸口间登陆”。⑤

日本学者香坂昌纪在研究清代杭州北新关时，注意到钱塘江与大运河之间存在着提供客货转驳服务的诸

多行家，是为过塘行。⑥ 王振忠曾利用清末民国徽商的商旅船票、货运清单等民间文书，介绍了钱塘江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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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江南水网的客货运输，其中专门论及过塘行。作为江南商贸劲旅的徽商，在钱塘江下游杭州江干及上游徽

州渔梁、深渡等地开办过塘行，为客商提供航船代雇、转驳报税、住宿餐饮、仓栈趸藏、多程联运等服务。①

徽处万山之中，钱塘江是徽州与外界联系最为重要的交通孔道，不少徽商过塘行还与信局、信客保持长期联

系，承揽书信、银钱和包裹的寄递。② 王振忠文中展示的徽商过塘行文书，涉及曹泰来、余锦洲、鲍茂林等多

家，均址设杭州江干。

茶叶是钱塘江上游皖南山地重要的大宗特产，其运销多以杭州为中转码头。１９３１年，各处运至杭州的茶
叶总计 ３７万余担，其中近半数，约 １８万担来自皖南各县。③ 受惠于徽州民间文书的大量发现，与茶叶相关的
过塘行文书存世颇多。郑建新④、马勇虎⑤、章毅⑥等学者利用歙县昌溪吴炽甫家族文书研究晚清民国徽州茶

业，注意到茶叶自徽州外运时，茶商习惯于委托过塘行办理转驳、缴税，以此降低运销成本。此外，专注徽

州交通史料收藏的孙承平，披露了一批徽商运输合同单据，涉及曹泰来、正泰隆、公昌和等江干过塘行。⑦ 赵

大川也收集了不少包括曹泰来、余锦洲、姚君纶等江干过塘行在内的茶叶运销史料，在近代杭州茶业研究中

多有介绍。⑧

鉴于过塘行在晚清民国钱塘江流域的重要作用，前人相关研究有所涉及，揭示了其运营的一些细节和侧

面，但基本上是作为近代徽商、茶业等社会经济史特定课题的背景内容。过塘行自身的发展历程，诸如其缘

起、兴衰，反而未窥全貌。揆诸早期研究，１９３０ 年过塘行鼎盛之期，时人已坦言该业 “创办之经过及其沿

革，则以年代悠久，无从追考矣”。⑨ １９３２年杭州市经济调查，访知当时还有一家韩大来过塘行，开业于同治
年间，为已知最早者。瑏瑠 由此，１９３３年的实业部调查推断，“该业起源于何时，无可稽考，惟远在同治年间以
前，则不成问题”。瑏瑡 １９３２年的调查中，统计 １９３１年间仅杭州一地就有过塘行 １１９家，而现在的钱塘江流域，
过塘行已完全消失，这是什么原因，其间发生了怎样的兴衰起伏，不禁令人好奇。过塘行是一个为来往商旅

提供客货转运的行当，作为运销环节嵌入诸多行业的产业链。制度经济学在探讨企业的性质和规模限度时，

有一经典理论：“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

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瑏瑢 该理论通常被用来解释企业何时会寻求外

部服务，而何时会自行组织该业务。产业链内分工的扩展和收缩，正与之相关。过塘行的兴起、繁荣与衰亡，

恰为产业链内分工的扩展和收缩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案例。为此，笔者拟爬梳史料，对钱塘江过塘行

的兴衰及其原委做一系统梳理，并据此与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对话。杭州江干是过塘行最为集中的地

方，梳理工作因此首先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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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闸坝夫头到过塘牙人

杭州地处天目山北端尾闾东麓，南临钱江，中抱西湖，地势总体西南高、东北低。西湖溢水东流诸河，

构成了城厢用水的主要来源。因此，杭州宜居水环境的建设，重点是处理好两件事情：一是截留西湖来水，

确保杭州城市及周边农业用水；二是防止钱塘江涌潮冲上江岸，酿成潮灾。所以，杭州自隋唐建城开始，便

修筑闸坝截留河水，营建塘岸防御海潮。尤其是明初洪武年间，杭州城集中修筑了永昌坝、会安坝、猪圈坝、

德胜坝①，配有闸夫、坝夫，并设置闸官、坝官，实施管理。这些闸坝官属于不入流的杂职②，俸禄低微，但

能向过闸船只索取银钱牟利。

明弘治以后，闸坝官被逐渐裁撤。③ 闸坝改由获得官府认定的闸夫管理，竹木等货物从 “各闸经过后，

往各关抽分，责在闸夫查验所过数目，每五日呈报查对，以防欺弊”，猪圈坝 “清湖闸”和会安坝 “清凉

闸”④ 的闸夫还被要求 “朔望递不致走漏水利结状”。与闸夫相配合的还有 “驮木脚夫头”，他们 “督率散夫，

与各木商搬驮木植”。⑤ 维护闸坝的闸夫和督率脚夫的夫头，后世还逐渐融为一体，转变为垄断闸坝管理的船

埠坝夫。康熙时，一些船埠坝夫 “把截要津，占据塘坝，毋论远近商民至此觅船装载，即有市棍土豪拦截包

揽，强梁横索”⑥，政府为此不得不重申坝夫收费标准，“严饬坝夫横索，以安商民”。⑦ 船埠坝夫的身影，一

直延续至清末民初，被称为夫头。他们 “督率众夫挑货，并在挑力内提取二成，名曰娘钱，以作给养；各货

行按月亦算给帮差费若干，名曰津贴”，“每年春夏水涨前，各坝盖由彼等略加修理，以防洗刷”。⑧ 闸坝因地

近钞关，周围遂聚集起撮合交易、代报税钞的牙行。明代后期，一部分闸坝夫头开始与报税牙行融合，成为

“过塘牙人”，又名 “过塘主人”。“长单商货自江口拢塘，或应赴大关报税，或零星赴务起繇者，过塘牙人先

行报数，即令本商投单”。⑨ 过塘牙人代理报税获得钞关认可，其逻辑在于他们 “受雇搬驮客商货物，备知匿

税情弊”，故钞关 “置立卯簿记名，责令每日开报所过货物，朔望递 （数），不致隐匿，结状查考。如有前弊

事发，与商人一体治罪”。瑏瑠

明代后期的过塘牙人，协助客商过埠和报税，已经具备了过塘行的基本服务。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杭州市政
协梳理工商业历史，访查得知徐龙浦过塘行创始于万历年间。瑏瑡 此虽为口碑孤证，但结合明代后期过塘牙人的

相关记载，不无可信之处。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入清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官方文献，还是民间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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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乔：《两浙南关榷事书》不分卷 《役书》，第 ２７页下，明隆庆元年 （１５６７）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
古籍珍本丛刊》第 ４７册 《史部·政书类》，影印本，第 ７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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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刊》集部第 ５３册，影印本，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５１７页。此条史料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王智博提示，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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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集部第 ５３册，影印本，第 ５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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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约城南牙脚示》，堵胤锡：《榷政纪略》卷 ３ 《革长单》，第 ５页下，崇祯元年 （１６２８）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８３４册 《史部·政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３７６页。这段史料中，“拢塘”，原作 “陇塘”，

据文意改。

王宫臻纂：崇祯 《北新关志》卷 １４ 《人役》，崇祯九年 （１６３６）刻本，转引自胡铁球：《明清税关中间代理制度研究》，《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 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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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之枢：钱塘江过塘行的兴衰与交通变革 （１７５０—１９５０）

均未见 “过塘行”的提法，甚至 “过塘”亦不常见。直到清代中期以后，过塘行的相关记载方才大量出现，

并在晚清民国盛极一时，其间时差不禁令人费解。然揆诸过塘行所处地理环境，此中疑惑便可豁然。

杭州江干属钱塘县，早在五代吴越国时就有捍海塘的修筑，位置大体在今复兴路、建国路一线①，其后，

虽屡修屡坏，但钱塘县的塘岸因直接关系杭城安危，“仍钱武肃之旧，历八百余年未改矣”，“濒江皆有塘，

惟宝船厂一带向无”，万历三十一年 （１６０３），钱塘知县聂心汤还专门兴工补全②，这为明代后期的过塘商贸

提供了基本的塘岸条件。不过，清人回顾道：“由元而明，捍江兵士不复设，事无专责，往往因循推委，至于

坍塌而莫之惜，不得已而修之，大都苟且报完而已，故常有公私费财不止十万而潮患如故”。③ 这段评述说

明，清代以前江干有塘，但并不稳定。

更为重要的是，自明末至清康熙年间，钱塘江的水文发生重大变化，主泓逐渐由南大门转向北大门，加

剧了北岸钱塘、仁和、海宁一线的潮水冲击，塘岸频繁圮坏。康熙三十八年 （１６９９），“巡抚张敏具题捐修钱
塘县江塘”，可惜 “不逾年而溃”。④ 为力保江南财赋重地，从康熙后期开始，政府投入巨资，修建海塘。康

熙四十年 （１７０１）至四十五年 （１７０６），钱塘江干一线，“共筑石塘六百六十七丈，子塘八百九十五丈，共费
银五万二千六百三两有奇，皆出官斯土者及士商之所捐，未尝派民间一钱一夫”。此次工程中，杭城望江门

外，因源自天目山尾闾的多条山溪汇流入江，“海潮怒激，挟江流而上，卷刷徽塘，素称险要，特筑石矶，状

如偃月，使海涛喷薄而来者与矶相触，不得直逼徽塘，即上流山溪之水，瀑泻而下，遇矶回环，势遂涣散，

无复疾驱席卷之力，徽塘及望江门沿江一带，烟火万家，雉堞千寻，恃为磐石砥柱矣”。⑤ 其间所见 “徽塘”，

就是明清之际，钱塘江上游徽州商人流寓江干形成的聚落，亦即康熙时倪所记 “徽州塘”：“今江干居民甚

众，临江有蜿蜒大道，谓之 ‘江塘’，其地多是歙州大姓所居，俗称 ‘徽州塘’，高可一二丈，袤十余丈，前

为钱塘江，后为龙山河，中间石砌昂起，南北深坎，自前达后，登楼设版，平步而入”。⑥ 倪为元代徽州休

宁经学家倪仲弘之后，“自鄣郡徙居钱唐，于今十世”⑦，“先人葺宇亦在是焉”。他说 “自龙山闸至柳浦之东，

修广七八里所称 ‘江塘’者，皆隋唐时城基也，盖此地沿江而城”，但是，“今女墙已坏，堞雉仅存……圮为

民居”。⑧ 这也说明，康熙中期之前，江干塘岸的大部分利用了业已损坏的古代城基。

康熙四十年至四十五年的石塘工程固然不小，但钱塘江主泓的北移仍在继续。康熙五十九年 （１７２０），钱
塘江南大门彻底封闭，主泓完全移至北大门，钱塘、仁和、海宁一线，直面潮水冲击，险工屡现。钱塘江石

塘的大规模修建，自此密集启动。技术层面，明代中后期开始，海盐一带纵横叠置的石塘新技术被验证成功，

至清代被逐渐改进为鱼鳞石塘工艺，这也为稳固石塘的修筑提供了可能。⑨ 虽然鱼鳞石塘的重点为东段海宁、

仁和两县，但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西段钱塘的石塘工程规模也不小。检视 《两浙海塘通志》与乾隆 《杭州

府志》，康熙四十年至四十五年、五十五年，雍正五年、六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乾隆

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九年、十年，钱塘县石塘工程之密集连续，前所未有。瑏瑠 乾隆中期，钱塘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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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维民编著：《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２３页。
魏C 编纂：康熙 《钱塘县志》卷 ２ 《山川下》，第 １页上；《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 ４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３年，第 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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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乾隆 《杭州府志》卷 ３８ 《海塘上》，第 １１页上，乾隆四十九年 （１７８４）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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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规模石塘工程告一段落，因为采用鱼鳞石塘技术，相较前代老旧城基，江塘长期安流，这为此后江干转

运贸易的稳定繁荣提供了基础条件。

也正是这一时期，宋代以降长足上行的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经过明清鼎革的战乱停滞，随着清代前期东

南沿海的平定、三藩之乱的平息，重又恢复活力：分工与专业化程度不断加强，商品经济规模空前扩大。木

材、稻米、茶叶、金属等原材料从周边输入江南，棉布、丝绸、日用品等商品从江南向各地输出。① 大运河与

钱塘江接驳处的杭州，客货流量持续上升，北新关的商税数据清晰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北新关设立初期的明

朝弘治年间，商税仅四千余两，至崇祯年间，增至十一万余两。清初顺治年间，综合考虑前朝旧额与鼎革后

的休养生息，定商税正额为近九万两，至康熙四十五年 （１７０６），随着经济复苏，正额逐步提高到十二万余
两。从康熙末年开始，北新关商税实现超出正额的盈余。至雍正年间，每年盈余四五万两不等。乾隆年间，

每年实征商税在二十万两上下。嘉庆前半期，北新关的商税更是迎来高峰，在嘉庆八年 （１８０３）、九年
（１８０４），实征数达到了空前的二十四万余两。②

在此经济背景下，杭州江干的客货转运繁盛一时。设于候潮门外徽国文公祠的徽商木业公所，乾隆时创

自徽州婺源木商江扬言。“其子来喜又于江干购置沙地，上至闸口，下至秋涛宫，共计三千六百九十余亩”。

来杭木商，“向泊闸口至龙口一带沙地堆贮拆卸，拖塘抵关抽验供课，以免漂失”。乾隆四十九年 （１７８４），
这片沿江沙地因本地民人报佃筑垦，与木商发生纠纷，争讼至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木商获胜。③ 从报垦一
事可推知，这片沙地的形成时间不会太久，当系石塘固岸后泥沙沉淀而成。当时，杭州江干附近，专抽竹木

建材过境税的工部分司南新关 “设立拢塘簿”，“凡商人木植拢塘，着令牙行查明清数，登填簿内，俟装清排

甲，赴关抽分，对同销号”，“其抽分过木植仍留坝上，俟商人完纳钱粮，发串票，方许过坝”。④ 徽商 《做杉

木放牌要览》就有 “乾隆四十七年江干鮙杉木过塘”的相关记载。⑤

竹木以外其他货物，恒例由户部北新关抽分，“凡货物须报税，不可隐匿，天下各关，惟此间最严切”，

故乾隆时的商旅手册为过塘办税提供了详细指引。自钱塘江上游运货抵 “江口登岸，住闸口行家，先遣人同

主人到北新关报税及讨船，俱于孙三官家议妥明白。次日，即雇人轿或驴，直到北新关上船。如入城，则住

傅二房。二房家雇人轿至黑桥头换船出北新关，或轿直到上船，或江口从西湖搭船，或闸口搭船穿城俱可”。

缴纳关税，可以 “凭主人开报”，或者 “开单，自到关上报税，然后挑起货物验过”。就住宿而言，“闸口行

家主人徐二官、杨五官、马三官俱好，要搬行李上船，须先寻主人，有人来方可搬起，如住久，每日每人伍

分，一日三餐”。此处所言 “搬行李上船”，指过塘之后的雇船转运，行家亦能代办，也就是 “写船”。“凡写

船，但于江口或城内主人代为议定”，船只种类很多，“五六日可至扬州，大抵小船为便，大船恐奔牛、吕城

河挤难行”。⑥ 转运、报税、雇船、食宿，过塘行的基本业务，这些行家已然齐备。这段指南，在乾隆一朝，

反复出现于多种商旅手册中，内容大同小异。⑦ 一方面，这说明此类行家的服务已模式化、品牌化，运营相当

成熟。另一方面，商旅手册对这些行家的广而告之，也塑造了客商对服务的预期，反过来促进了服务质量的

提升和行业规范的形成。

管见所及，史料中 “过塘行”一词的明确出现，始于嘉庆初年。当时，歙县商人余锦洲在江干捐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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厝，后发展成为同乡提供运棺和安葬服务的杭州新安惟善堂。光绪时，新安惟善堂回顾创建历史道，“嘉庆初

年，余锦洲先生向在江干开设过塘行”。① “向”字表明，其经营至嘉庆初已有多年。余锦洲的经营延续了百

余年，１９３０年的杭州过塘行调查中，余锦洲依然在列。② 差相同时，嘉庆三年 （１７９８），钱塘江最大支流曹娥
江畔的绍兴府嵊县，一方告示碑也提到了当地的过塘业务。③ 综合上述线索可推知，大体在乾隆中后期，杭州

江干一带的转驳行家开始称为 “过塘行”，这一称呼也很快传播至钱塘江水系的重要码头。

２００４年，杭州发现了一件过塘行牙帖，系道光三十年 （１８５０）九月初三日，浙江布政使司颁发给阎鹏九
过塘行。牙帖原件长 ９９厘米，高 ６４厘米，分成左右两部分。右边为 “牙帖”，长 ６０厘米，高 ６４厘米，牙税
相关条文后，墨书 “钱塘县封引茶叶过塘行阎鹏九，缴纳肆钱，住美政桥地方开张，的名永康”。左边为

“官牙”，长 ３９厘米，高 ６４厘米，中间有 “官牙”两大字，右下角还有 “给该牙悬挂”字样。④ 可知这份牙

帖，右半部分为牙帖本体，供过塘行收执备查，左半部分为张挂公示，供过塘行悬挂店堂，向客商表明其作

为 “官牙”的可靠身份。

阎鹏九过塘行所在的美政桥，就在江干，清代在此设美政关，为南新关分关，对过塘木材抽验征税。⑤

阎鹏九过塘行所缴肆钱为牙帖税。“牙税者，商民开设牙行，按该行之等则而科之以税”，“年纳税余银，乾

隆朝上则牙户征银八钱，中则征银六钱，下则征银四钱”，后又有调整。以该牙帖视之，道光三十年的牙税仍

依乾隆朝旧例。⑥ 牙帖中，阎鹏九过塘行为 “封引茶叶过塘行”，表明该行专办茶叶过塘。该行亦为杭州江干

老牌过塘行，其经营存续至 １９３３年末徽杭公路通车以后。现存一张 “杭州阎鹏九转运过塘行汽车运货承接

处”名片，地址仍在美政桥，名片背面有 “专运茶叶”“徽州至杭州”字样。⑦ 道光牙帖中的 “封引茶叶”，

与茶叶按引征税有关。杭州钞关的茶税征收，常例 “货未到关，先开报完银，填给关封，领引运行，其茶引

截角，于年终奏销解部”。⑧ 据此可知，钱塘江上游茶叶在运抵杭州之前，就必须先通过茶叶过塘行获得茶

引，方可过境。

这份牙帖颁发翌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随后，清政府为筹措军饷，开征厘金。浙江省在钞关茶税外，

加征地方茶厘，“安徽、江西已捐之茶，无论粗细，由入浙首卡，每引收银二钱”。同治五年 （１８６６）起，加
抽浙西塘工捐。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又因庚子赔款而加收三成。 “茶厘章程屡易”，以至加征 “超过正

税”。⑨ 同治初年，太平天国杭州战事甫停，“兵差络绎，江干过塘各行苦于扰累，故禀请设立船局，抽收船

捐，以贴办差之费，遇有差使需用船只，由船局封雇，按站定价，即以所收船捐给付水脚”。直到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江干船捐方才裁撤。⑩ 前揭道光三十年 （１８５０）颁发的牙帖，据其四钱牙税，有效期当为一年，恰
在清末厘金开征前夜。此后，过塘行为茶商代报的税厘，已绝非 “封引”一项可蔽之。

税厘征收时，货物运到之前便由过塘行报税的做法，延续长久，其原因有二。一方面，与税关大小官吏

打交道，并非易事。清人有诗云：“北新关吏大于虎，咆哮生风爪牙舞。北新关吏小于蚁，腥膻未附心先喜。”

客商过境，“穷行不办导行钱，度关忽下遮关令。岂有居奇饱吏饕，求疵向客穷吹毛。羁留三日恣大索，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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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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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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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外厝地图》，《新安惟善堂征信全录》，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刊本，李琳琦、梁仁志整理：《徽商会馆公所征信录汇编》上册，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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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役如搜牢。”① 客商通过扎根本地、与税关相熟的过塘行来办理过关报税，便可很大程度规避此类烦扰。另

一方面，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出任浙江厘局总办的涂庆澜在视察钱塘江厘捐征收情况后，发现客商提前请
过塘行报税还有一层原因。江干 “一带，江面辽阔，行商众多，自创收浙西起捐，旧章向有挂号、销号。原

因风潮太猛，货船到而运客未到，不便久停船只，致有冒险”，于是 “先由过塘行代其报记货数，名曰挂号，

将货起入货栈，后须俟客到销售，来局写票，名曰销号，始缴起捐钱文”。② 在宽阔江面不便久停的船只还要

担心关吏为索贿而故意拖延丈船、胡乱估税，清人对此有着生动的记录：“大船峨峨泊官渡，小船戢戢如蚁

附。大船小船相向停，关吏不来三日住。关吏丈船先索钱，关吏得钱始丈船。吏囊满，船身短。吏腹枵，船

身高。”③ 所以，对客商来说，委托过塘行过关报税、暂存货物，有着降低自然和人为双重风险的务实考虑。

清末江干厘局征收的货厘，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过塘行为中介。浙江厘金最初浙东两起两验，合税

率 ４ ５％，浙西一起一验，合税率 ９％。④ 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在原有浙西一起一验基础上，江干厘局又加收一
道起捐，浙西亦成两起两验。不过实际操作中，“除烟箱、茶箱、莲桶数项长路货外，其余百货无论城销、出

关，酌予通融”。但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初，江干厘局收紧了这一通融，“致江干各过塘行大受影响”，过塘行
遂约定一同 “暂停挂号”，“厘局门前货船约百余号，大起风潮”。⑤ 过塘行于厘局厘金征收之重要，由此可见

一斑。

二、来自铁路与公路的机遇和冲击

过塘行为商家起卸过塘后，常协助联系船家，代雇前往苏沪及长三角各市镇的航船。清末小轮引入内河

后，新兴的河轮公司也仰仗过塘行兜揽生意。⑥ １９０７ 年，自江干闸口至大运河拱宸桥的商办江墅铁路通车，
１９０９年，杭州与上海间的沪杭铁路通车，接入 １９０８年通车的沪宁铁路，火车成为转运业务的又一选择。与之
相应，专门从事铁路转运的转运公司在杭州迅速发展起来。

相较于沪宁铁路货运厘金较传统水路为重⑦，沪杭铁路是将原设水路的水卡移设为火车站的旱卡，水路

和铁路的厘金负担持平。⑧ 因此，部分过塘行顺应形势，“自上江运货物过江，再走铁路运送各地”。⑨ 兼营铁

路转运的过塘行，在办理相应业务时也会改称 “转运过塘行”。瑏瑠 民国时期的经济调查和商号名录，通常将杭

州的转运业分成两类：过塘行和转运公司，差别就在于主业是否为办理铁路转运。瑏瑡 两者的分布亦有差异，过

塘行主要对接水运，集中于江干闸口，转运公司主要对接铁路，多围绕铁路城站。瑏瑢 １９３１年，杭州有过塘行
１１９家，转运公司 ８５家，总计 ２００余家瑏瑣，传说最盛时总计 “不下千余家之多”。瑏瑤

面对交通工具的巨大变革，１９１７年，江干的 ９家过塘行相互联合，共同以茂顺泰转运公司的名义瑏瑥与沪

杭甬铁路局签订运茶合同，承包了杭州闸口至上海南站的箱茶运输。瑏瑦 “徽属红绿箱茶，每年有一千余万之出

２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冯询：《北新关》，张应昌辑：《国朝诗铎》卷 ４，同治八年 （１８６９）刻本，第 ３７页下、３８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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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之枢：钱塘江过塘行的兴衰与交通变革 （１７５０—１９５０）

产，自徽运杭，由杭经火车运沪”，就长期由茂顺泰转运公司承包。但过塘行与徽州茶商的这一合作，中间也

曾出现波折。１９２６年 ４月 ２３日，旅沪徽州茶商在七浦路路庄茶业公会召集全体大会，“报告茶商历年受运输
箱茶损失之情形”，指责茂顺泰转运公司 “办理欠善，往往中途被窃，以及损坏等等，而且频年加价，故茶

商所受损失，不可胜计”，故 “久有收回自运之议”。他们尝试越过茂顺泰转运公司，“屡向路局订约，未蒙

允许，不知何故”。① 次日，茶商再次合议，公函铁路局局长，请求打破茂顺泰转运公司的垄断，允许茶商与

铁路局直接订约自运。② 杭州江干过塘行迅疾在 《申报》头版登出公启，喊冤反击。他们表示 “我等徽人明

了徽事”，刻下正逢茶季，茶商都在徽州茶山忙于办货，如何能在上海召集，此次会议根本不能代表大多数茶

商。所谓 “频年加价” “中途被窃”，过塘行一方表示运价随铁路局而定，加价有之，但 “频年”言过矣，

“中途被窃”，这不仅是诬告，而且是连带对铁路局的 “含血喷人”。③ 江干过塘行与铁路公司订有运茶的长期

排他协议，立于同一战壕。巨大利益面前，江干过塘行与徽州茶商的同乡之谊也已无足轻重。此后，茂顺泰

转运公司依然长期承接徽茶自杭至沪的大宗铁路转运业务，直至 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前夕。④

学界曾披露一份沪杭瑞通茶商转运公司的运货联单及存根，格式内容为：“兹有　 　 篓茶　 　 件，自杭代
装火车至沪站，经过须验明件额相符，随即由本公司代理转运各他埠至　 　 交卸，其转运等费，言明至　 　
照给是荷。”⑤ 这似乎反映茂顺泰的铁路转运垄断已被打破，其实不然。近代上海市场的茶叶，有箱茶和篓茶

两大类，箱茶面向出口，篓茶主销国内。过塘行合办的茂顺泰转运公司垄断了箱茶的铁路转运，而这份货运

联单中，瑞通公司转运的是篓茶，并不能说明茂顺泰转运公司的箱茶转运垄断被打破。

茶商对转运公司的服务质量抱有不满，但大宗茶叶的铁路转运最终仍委托转运公司包办，除转运公司与

铁路局订有协议外，还存在着行业制度的原因。从北洋到国民政府时期，铁路货车运输通则均规定：客货无

论发生何项损失，铁路概不负责，概由货主自行担责。⑥ 茶商委托转运公司，其运输安全，相比直接至铁路局

托运，就多了一层转运公司的托底保障。另外，从钱塘江水路过塘至铁路，手续繁杂，转运公司长年深耕，

熟悉业务，通过其办理，事半功倍。

虽然及时拥抱了新兴的铁路运输，但长期以水运为核心业务的过塘行，在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末期，还是隐
约透露出一丝转衰迹象。１９２７年，江干徽州塘拥有百年历史的曹泰来过塘行，家族传承或有龃龉，“外间不
明真相，议论沸腾”，特地登报声明经营正常。⑦ １９２９年 ７月 １７日，江干大火，“霎时烈焰冲霄，浓烟匝地，
上下城望台警钟怒鸣，历二小时久，计焚去门牌九十七号，铺户六十七家，房屋共一百四十五间”。⑧ 同为

徽塘老铺的洪大房顺记过塘行直接殃及，只得暂时搬迁至附近海月桥下首营业。⑨ 江干的这次大火对过塘行生

意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两个多月后，江干徽商经营的 １２家过塘行紧急登报声明，“姚大纶、何枢臣、何
三房、鼎大昌、正大隆、益隆、王云生、洪佩文、洪大房、公昌和、曹泰来、余锦洲”，“营业有年，信义昭

著，地址均在原点，并未更动搬移，惟上月洪大房被邻失慎遭灾，现移陆毓记营业，乃有不法之徒，在苏沪

等处妄造谣言，除谋捣乱，并谓姚大纶有拆屋翻造等语，证之事实，全属子虚”。瑏瑠 虽然过塘行不断澄清，但

至 ３０年代初，异动还是接踵而至。１９３１年，公昌和过塘行因后继乏人，在经过多年租赁给外人经营后，由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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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属茶商力争自运之集议》，《申报》１９２６年 ４月 ２４日，第 １４版。
《徽属茶商致路局函》，《申报》１９２６年 ４月 ２６日，第 １４版。
《杭州过塘行声明》，《申报》１９２６年 ４月 ２６日，第 １版。
《浙皖赣头批新茶运沪五百六十余箱》，《申报》１９３７年 ５月 １２日，第 １１版。
叶舒：《从三份民间文献看铁路转运公司的收入问题———兼论铁路货物运输制度的发展 （１９０１—１９３７年）》，《历史教学》２０２１年第
１６期。
从北洋政府的 《中华国有铁路运输通则》（北京：交通部路政司营业科编印，１９２２年）到南京国民政府的 《中华民国铁路货车运输

通则》（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１９３０年），均规定：“铁路之责任，凡货物于交付托运时未经特别声明由铁路负责者，概归货主自
行负责，货主自行负责之货物，在铁路接收以后、交付以前，无论因何事故而致损失，铁路概不负赔偿之责”（《中华国有铁路运输

通则》，第 ２页；《中华民国铁路货车运输通则》，第 ４页）。
《杭州江干曹泰来过塘行启事》，《申报》１９２７年 １１月 １４日，第 １４版。
《杭垣江干大火》，《申报》１９２９年 ７月 １８日，第 ９版。
《杭州江干洪大房顺记过塘行启事》，《申报》１９２９年 ９月 １０日，第 ２版。
《杭州江干徽埠过塘行业紧要声明》，《申报》１９２９年 １０月 ５日，第 １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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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接手，另延经理。① 同年 ８月，洪佩文过塘行卷入毒品运输案，主人被判入狱并处罚金。② １９３４年 ２月，老
字号曹泰来过塘行 “因近年生意清淡，受时局影响，经济困难”，最终收歇闭幕，并明言 “各房子孙众多”，

各房经济往来均归本房处理，与曹泰来行再无瓜葛。③ 行业的整体下滑与老铺的继承问题相互交织，共同导致

兴盛百余年的江干过塘行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初由巅峰转向颓势。
但也不可否认，此时仍有新的过塘行在江干开业。１９３３年 ２月，方竹卿在海月桥新开永安过塘行，主营

徽杭客货运输，店中 “同人等服务过塘业多年，对于过塘一切业务素具经验，而于两港船户尤为深悉，至招

待必期周到，装载务求妥捷，庶一扫腐化之积习”。④ 就其宣传语视之，老板方竹卿应当是在过塘行习业多年

后自立门户，熟谙其业务与积弊。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徽杭公路全线通车，永安过塘行很快推出汽车代雇业务。
“凡经敝行雇车者，无不获到妥捷费廉之便利，顷敝行更进一步，为诸乡台谋便利计，特与杭地汽车业订有简

约，此后雇车，益可廉快，如行李箱笼多者，以及一切客货，则仍由敝行代装妥熟之船运送，以期两便”。代

运行李是过塘行的老本行，晚清杭州八千卷楼丁申之子丁立诚曾有诗云：“行李江干代过塘，往来承接论船

舱。越人独信沈宏远，徽客时投梅二房。”诗中 “沈宏远”“梅二房”就分别是绍兴人和徽州人开设于江干的

过塘行。⑤ 徽杭公路开通后，永安过塘行适应客货不同需求，水运、汽运两项业务齐头并进，并竭力做好两种

运输的衔接配套。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永安过塘行特意强调 “迩来浙省禁毒严厉，检查认真，凡有类似烟丸

毒品，千万不可携带”⑥，这一提醒极有可能鉴于洪佩文过塘行涉毒的覆辙教训。前揭专运茶叶的杭州阎鹏九

转运过塘行汽车运货承接处，显然也是在水运老本行基础上，抓住了徽杭公路通车的新机遇。

阎鹏九在 “过塘行”前加上 “转运”二字，以示推陈出新。相同时代，江干洋泮桥上首，还有一家过塘

行名为徽侨传达总公司⑦，这或许暗示了 “过塘行”在时人眼中已成为一个略显陈旧的名词。１９３４年，徽州
人在杭州开办浙皖旅行社，为商旅提供车船代雇及餐饮住宿，特别提及 “职员茶役均属徽人，布置清洁，招

呼周到，起居饮食便利异常”。这是江干徽商过塘行的老传统，清末徽人詹鸣铎自传小说 《我之小史》曾提

到少时随父亲投宿江干， “时曹泰来行内，多是灰 ［徽］州客，听见皆故乡口音，气求声应”， “众人笑

谈……大家开心之至”。⑧ 浙皖旅行社 “自备新式汽车多辆，听客雇坐，直达徽州、屯溪、休宁，一切仿过塘

行办法，代客转运行李，水陆均可”。⑨ 浙皖旅行社虽已弃用过塘行名号，但为了让老乡明白其业务，坦言

“一切仿过塘行办法”。

三、战时断裂与战后嬗变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抗战爆发，上海至杭州一线陷于战火，１９３７年末，杭州沦陷。沪杭一线民众，纷纷背井
离乡。１９３８年 １０月至 １９３９年 １２月，白正在 《申报》连载 ４７篇 《明儿避难记》，记述了上海附近市镇的明儿

一家，在杭州沦陷前夕逃难至徽州的一段经历。

他们搭乘内河航船，躲过敌机轰炸、乱兵征船，在拱宸桥一带上岸，搭乘人力车抵达江干过塘行，寻求

搭船前往徽州的机会，行李则用小船稍后驳到。战乱中的过塘行，“里面堆积着不知多少的大包小箱的货物，

里面的人很多，立的，坐的，老的，幼的，各色各样的人，都聚集在一间屋子中”。他们都是逃难的平民，有

的从乌镇来，想去屯溪，有的从嘉兴来，要到兰溪，已滞留多日，叫不到船。敌机不时飞临上空，轰炸钱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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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淇园启事》，《申报》１９３４年 ３月 ５日，第 ５版。
《杭州江干永安过塘行新张启事》，《申报》１９３３年 ２月 ６日，第 ７版。
丁立诚：《东河新棹歌》，钱塘丁氏嘉惠堂刻本，孙忠焕主编：《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 ３册，标点本，杭州：杭州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 ７２页。
《杭州江干永安过塘行启事》，《申报》１９３４年 ３月 ８日，第 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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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桥，桥没有炸到，“反炸沉了铁桥附近的十多艘小船，那炸声使这里的地都震动了”。① 明儿一家投宿的

过塘行由徽商经营，同行的朋友李先生和过塘行经理是同乡，“他们俩谈着安徽话”。李先生请过塘行准备晚

餐，“没有一刻儿，桌上放上了满满的四碗菜，两荤两素”，在航船上几天没有吃过一顿好饭的明儿吃了一个

畅快。从过塘行经理处得知，“最近几天这里风声很紧，在钱塘江里的船，都被捉去作军用，而且船价飞涨，

差不多要照平时加上一倍以上，因为那些船夫很胆小，不敢到这里来”。② 经过一番打听，李先生和明儿父亲

总算捡漏找到了一艘愿意出发的江山船③，但索价颇昂，到屯溪的船钱平时不过 ８０块钱，而此时船户开价 ２００
元。想要压一下价，船户就表示，“先生，这几天的船钱，是性命换来的，万一飞机丢下了炸弹，不是玩的”。

再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谈妥了价格，决定当晚就走。

江山船形体较大，揽定乘客后，方才靠岸。因为岸边有沙滩，泊船地方距离石塘有一段距离。明儿一家

从过塘行出发，“走过了高低不平的石路，渐渐地踏着软软的沙滩”，再走上一条有几十步长的狭窄跳板，

“一荡一荡”地登上客船。“那船是很大的，里面收拾得还算清洁，船的两旁有四个床铺”。过塘行的伙计帮

忙把行李装上船，当明儿拿着电筒清点行李时，过塘行的伙计提醒他电筒不要朝向天空，因为敌机袭来时，

有汉奸用电筒照向天空施放信号，指引投弹目标，这样容易被当成汉奸抓走。时过午夜，登船方才停当，２０
多人挤在一船，驶向钱塘江上游。④

经过 １２天的船上生活，一船人抵达暂离战火的屯溪。⑤ 为联系后续行程，他们又在船上停留了 ５天方才
登岸。下船时又有周折，“当初杭州下船的时候，言明船钱和一切酒钱都包括在内，到了这时”，船家又 “要

讨什么酒钱、柴火钱，经过了好一番的口舌，仍加了一些钱”方才作罢。⑥ 这段抗战初期自杭州雇船逃难往

屯溪的记述，颇为翔实，可谓留下了江干过塘行最后的生动画面。在江干，李先生与过塘行商量雇船事时，

徽州经理道：“这几天，船少而叫船的人多，如果局势仍是一天紧一天，我们也想回家乡去。”⑦ 随着战事的

推进，此话终成谶语。

１９４１年 ６月和 １１月，日本曾对沦陷中的杭州进行过两次转运业调查，发现偌大的杭州，仅剩 ３家过塘
行：金记、合兴记、利济。战前的 １９３１年，杭州有过塘行 １１９ 家，资本规模总计 １４８６５０ 元，平均每家 １２００
多元，实际规模最大者资本额达 ６５００元。相形之下，沦陷时期的 ３家，资本极小，金记为 ４８０元，合兴记为
３００元，利济为 ４００元，合起来还不及 １０年前一家中等过塘行的规模。⑧

这 ３家过塘行与战前过塘行几无关联，股东均为绍兴人，原来都是乌山船⑨从业者，合股办起过塘行。每

家过塘行的东伙大约十来人，因个人资财有限，除经理等少数人持股稍多，其他职员多人拼合一股，另外还

吸收了一些隐名合伙人入股。所以，从业职员与其说是资金入股，不如说是靠劳动力入股。此时的过塘行，

相当于几个船户的合伙经营。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大部分为文盲，合伙共事没有合同契约，全凭口头

约定和互相信任。资本雄厚期的过塘行除转运外，还担当着撮合上下游交易的牙行角色，甚至代客买卖，而

此时的过塘行，仅从事转运，已完全没有牙行的业务。所以，他们不需要缴纳牙帖税，只需在建设厅作为运

输行登记备案，在 ５‰的营业税外，赚取一份凭力气吃饭的搬运收入。
杭州的过塘行运营原有一定地域分工，徽帮主营徽杭客货运输，专做京广洋货的京帮和专运日用百杂的

开梢帮，以及专营粮食的粮食帮，多为义乌人，宁波、绍兴出身者只占少数。瑏瑠 抗战时期，杭州为沦陷区，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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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正：《过塘行中 （上）———明儿避难记之十三》，《申报》１９３９年 ２月 １２日，第 １６版。
白正：《过塘行中 （下）———明儿避难记之十三》，《申报》１９３９年 ２月 ２６日，第 １６版。
白正：《江山船———明儿避难记之十六》，《申报》１９３９年 ３月 １９日，第 １７版。

⑦　 白正：《上舟———明儿避难记之十四》，《申报》１９３９年 ３月 ５日，第 １７版。
白正：《屯溪的前瞻———明儿避难记之二十八》，《申报》１９３９年 ８月 ６日，第 １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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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为敌后，在江干上下岸的徽杭运输陷于停顿。所以，这 ３家绍兴人过塘行以湖墅为中心，仅限在塘栖、三
墩、余杭的范围内运输针织衫、袜子、毛巾、雪花膏、热水瓶等日用品①，全无昔日上达徽衢，下至苏沪的大

宗长途转运。

杭州沦陷时期，过塘行整体凋敝，最直接的原因无疑是战争导致的地方动荡。战时严格的物资管制，也

破坏了过塘行赖以生存的区域间物资交流。② 尤其是徽杭之间历史悠久的水路贸易，因沪杭一线沦于敌手，

而皖南为敌后纵深，两地间的正常贸易近乎停滞，专营徽杭水运的徽帮过塘行完全失却了生存的基础。而同

期依托铁路运输的转运公司，因为日军对沦陷区的控制以铁路为主轴，反而出现了畸形的繁荣。杭州沦陷期

间，转运公司有 ６５家之多，大多为上海公司的驻杭分支。日本通运会社控制了沪杭间的铁路运输，加上物资
管制，这些转运公司的生存空间，实质上是作为管制物资的流通许可中介代理。③

１９４５年战争结束后，钱塘江长途水运得以恢复，杭州的过塘行和转运公司迅速发展至 ３００余家。④ 学界
披露过一张 １９４７年 ６月 ２５日的篓茶急件运输抄单，承运方为姚大来兴记运输过塘行，其堆栈坐落于江干海月
桥，代垫款项包括了车力、上力、栈租、叨佣、堆力、保险、膳费。⑤ 不难推断，这是来自钱塘江上游的内销

篓茶在江干上岸转运。该行牌号为 “姚”姓，来自徽州的可能性不小。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代垫款项包

括车力，又是急件，故该运单后续运程当为铁路，所以，姚大来已不是传统纯粹意义上的过塘行，而是兼具

了转运公司和过塘行的双重性质。由于铁路、公路运输的快捷，尤其是沪杭铁路、徽杭公路的便利，传统意

义上单纯从事水路转运的过塘行，至此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已不再成立，融入了后起的转运公司，“过塘行”

这一称呼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中国成立初期，杭州有 ３００多家过塘行及转运公司，后因资金、业务等问
题，逐渐淘汰缩减至 １００多家，至 １９５１年实行 “私私联营”，成立八个联营处，业务各有侧重和分工：“一

联”以运茶叶为主，“二联”和 “八联”主要运土纸，“三联”和 “五联”运输水果、鲜杂货，“四联”和

“六联”运输竹木柴炭，“七联”承运日用百杂。１９５２年以后，联营撤销，业务归并为 ２０余家，至 １９５８年，
进行了 “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⑦

结语

过塘行是钱塘江流域水运中，为商旅提供客货转驳服务的一种行业。因为政府抽收过境商税的机构多设

于此类节点，所以，过塘行因地制宜，连带为客商提供报税服务，并利用信息优势，撮合交易，提供牙行服

务。钱塘江南北两源，深入东南丘陵；下游入海口，贯穿江南核心地带；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在钱塘江入海

口顶点的杭州与之相连。由此，杭州成为钱塘江流域上下交流、内外沟通的中心。但因为天目山余脉和杭州

湾大潮的影响，小尺度层面上，钱塘江与大运河及江南水网之间存在着水位差，有漫长石塘相隔，因此，杭

州城南的江干成为过塘行最为集中的地方。

本文考证推断，明代中后期，闸坝夫头与牙行融合演化为过塘牙人，利用地近钞关之便，包揽客货转驳

与报税，是为过塘行之先声。此类中介机构，给贸易加增了一层佣金，但具有官民两便的逻辑。在官方看来，

“过塘主人、店户、船埠头止递数，以防欺隐，官未尝役之也”，若 “各关多设吏役，则日有侵冒，而奸弊易

生”⑧，巧用民力，正可防止冗员冗费。商人一方，亦不排斥牙行经纪。“凡船卸，必由船行经纪，前途凶吉，

得以知之，间有歹人窥视，虑有根脚熟识，不敢轻妄”，“买货无牙，称轻物假，卖货无牙，银伪价盲……卸

船不可无埠头，车马不可无脚头”，“倘悭小希省牙用，自雇船只，人面生疏，歹者得以行事，以谓谋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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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④

⑤

⑥

⑧

②③　 林耕平：《杭州に於ける运送业》，《満鉄调査月报》１９４３年第 ２３卷第 １２号，第 ４９ ５６、４９ ５０、３６页。

⑦　 杭州市交通志编审委员会：《杭州市交通志》，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 ６７３、６７４页。
戚英杰主编，赵大川编著：《龙井茶图考》（增订本）下册，第 ５８７页。
徽州从事过载行者，多为姚姓。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初，歙县的 １４家过载行，至少有 ９家为姚姓。参见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统计课：
《中国经济志　 安徽省歙县》，南京：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１９３５年，第 ３４ ３６页。
沈翼机等纂，李卫、嵇曾筠等修：雍正 《浙江通志》卷 ８６ 《榷税》，第 １５８８页下；《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浙江》，影印本，第
７８８页。这段引文中，“过塘主人、店户、船埠头，止递数，以防欺隐，官未尝役之也”一句，注引 《北新钞关志》，即崇祯 《北新

关志》；“各关多设吏役，则日有侵冒，而奸弊易生”一句，则系清人按语。



江河之枢：钱塘江过塘行的兴衰与交通变革 （１７５０—１９５０）

迹可觅，为客者最宜警惕”。①

然清代前期，公私史料未见过塘行之身影，殊为费解。结合此期钱塘江主泓由南大门转向北大门，江干

潮患陡然加剧，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钱塘江河口段改筑鱼鳞石塘的重大水文事件，笔者推断过塘行的登场活

跃乃在石塘工成之后的乾隆中后期。明确出现 “过塘行”的文献与碑刻资料，目前可实证追溯至嘉庆初年。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从业者已不清楚过塘行的兴起时间，推测在同治以前。按太平天国一役，咸丰十一年
（１８６１），太平军自徽州沿钱塘江进入浙江，攻占杭州，“城既陷，驱饥民出，多冻死于江干”②，直至同治三
年 （１８６４），杭州克复。杭州战事，自钱塘江上游蔓延而来，江干过塘必致瘫痪，其恢复当在同治三年以后，
民间记忆实与此有关。

江干之于钱塘江，如同一把折尺的中枢关节，上为徽杭，下为沪杭。１９０７年至 １９０９年，江墅、宁沪、沪
杭铁路相继通车。沪杭一节交通，增加了铁路这一快捷选项。杭州开始涌现专营铁路转驳的转运公司，转运

业由此细分为过塘行、转运公司两类。江干的徽帮过塘行因应这一形势，联合以茂顺泰转运公司的名义，与

沪杭甬铁路局签订运茶合同，承包了杭州闸口至上海南站的箱茶运输，由此形成出口箱茶的徽杭沪铁水联运

链。其间即便徽州茶商并不满意茂顺泰的服务，茂顺泰依然长期垄断了沪杭间的箱茶铁路运输。商人委托转

运公司代理铁路运输，个中关键原因为铁路方面不对货物损毁负责，委托转运公司，货物安全则有转运公司

托底。１９３３年 １１月，徽杭公路全线通车，折尺的徽杭一节也有了新的选择。部分过塘行很快推出汽车代雇业
务，提供快捷客运，大件行李和大宗商品则保留钱塘江水运，水运、汽运齐头并进。

铁路、公路给过塘行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动摇了过塘行赖以生存的水运根基。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前期，以水
路转运为主营业务的过塘行发展至顶峰，但曹泰来等老字号的传承困境和营收下滑，已透露出过塘行的陈年

积弊和倾颓迹象。全面抗战时期，沪杭一线沦于敌手，皖南成为敌后纵深，两地间正常贸易停滞，杭州的传

统过塘行体系彻底崩溃。沦陷期间，杭州仅剩 ３家从事近郊百货搬运的乌山船过塘行，虽然沿用了过塘行的
名号，但其资本规模、业务模式、服务范围，与战前的过塘行已不可同日而语，实际只是一种小型搬运合作

社。因日军主要沿铁路实施占领，依赖铁路的转运公司，则通过代理统制物资流通许可，出现战时的畸形繁

荣。战争过后，徽杭水运重开，但因为沪杭铁路、徽杭公路的便利，传统意义上单纯从事水路转运的过塘行，

作为一个独立行业已不再成立，区别于转运公司的特性也越来越模糊，“过塘行”这一称呼最终逐渐退出历

史舞台，消融于趋近铁路和公路的转运公司。

杭州江干是过塘行的发源地，也是过塘行最典型、最集中的地方。江干过塘行的发展历程，大体代表了

这一行业的盛衰起伏。它兴于江河之间，上达内陆，下通运河，作为钱塘江流域上下交流、内外沟通的关键

节点，见证了长三角中心城市与腹地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和信息交流，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轫阶

段的重要枢纽。江干以外，萧山西兴、闻堰、义桥，海宁盐官，平湖乍浦等地，过塘行亦繁盛一时，在江河

之间，流域的中心与腹地之间乃至东亚海洋贸易之中③，发挥了各具地域特色的作用。

通观过塘行的兴衰，其核心业务为协助客货翻越钱塘江与大运河及江南水网之间的地理阻隔。因为地理

阻隔的存在，客流和货流会在此做一停顿。正是利用这一停顿，众多客商在此寻机交易，政府税关在此抽征

商税。可以说，地理阻隔和政府榷税，从天然和人为两个维度加重了客货在此处的流动成本。过塘行的先

声———过塘牙人，在此节点应运而生，正是利用在地优势和规模效应，相较外来客商，能用更低成本实现客

货的过境流转。外地客商与其自己费劲心力，与各种风险周旋，不如委托过塘牙人操办，成本更为低廉。至

清代中期，随着石塘竣工、岸线稳定，顺应江南经济的持续发展，更多客货在此中转。由过塘牙人发展而来

的过塘行，围绕过塘和报税，不断附加服务。他们针对旅客，提供食宿、雇船等服务，针对货物，提供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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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程春宇选辑：《士商类要》卷 ２，天启六年 （１６２６）文林阁唐锦池刻本，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附录三，点校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３６３页。
许瑶光：《谈浙》卷 ２，邓之诚、谢兴尧等编：《太平天国资料》第 ６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３６辑，影印本，
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７６年，第 ５８８页。
例如平湖乍浦的过塘行，参与了清代中日贸易，参见松浦章：《清代浙江乍浦における日本贸易と沿海贸易の连関》，《东アジア文
化交渉研究》２００８年第 １号，第 １４９、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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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合等帮助，逐渐成为客货过塘的一站式服务中心。过塘行不断拓展业务范围，固然有提升服务质量，谋求

自身发展的原因，然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视之，更为本质的动力在于进一步拉大与客商自行达成相同目标之间

的成本差距，使得客商更为稳定地依赖过塘行的服务。政府与过塘行的关系，与之类似。政府欲掌握过境货

物数量，掌控往来船户行踪，需要巨大的行政成本，而过塘行在业务中自然汇集了这些信息。于是，政府通

过发放代理许可，亦即官牙认证的方式，以极低成本向过塘行换取了这些市场信息。

过塘行的衰落，与近代战乱有关，但最为核心的原因，在于大运河与钱塘江水路先后被铁路和公路所替

代，转运节点由水路向陆路转移。克服转运成本的需求依然存在，只不过委托对象由以水路转运为核心业务

的过塘行转变为以陆路转运为核心业务的转运公司。但是，转运公司并没有如同过塘行一般发展成为转运的

一站式服务中心，其原因在于公路、铁路的客货流转速度远高于水路，客货在转驳节点的停留时间变短，加

之北新关、南新关在清末被裁撤，且电报、电话等近代通讯的发展，也大大降低了客商获取产业链下游信息

的成本。原本由过塘行提供的报税、食宿、撮合等附加服务，或需求消失，或因成本降低，客商自行操作即

可。产业链内分工出现的地理位置，由高成本丛集点的位置所决定，分工的扩展与收缩，因应着高成本环节

的出现和消失。钱塘江过塘行的兴衰，正是一个生动的历史案例。

〔本文为复旦大学、复旦大学义乌研究院 “义乌的古道网络与聚落发展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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